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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

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从理论角度探究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分析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

应。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时财政赤字水平、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新

《预算法》的实施等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在替换样本范围和被解释变量后均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

不同区域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一促进作用在共同富裕低水平地区更为明显。

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完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提高财政透明度水平，充分发挥财税手段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关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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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永海，陆 胤
（兰州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兰州 730020）

一、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方

面要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另一方面要消除两极分化问题，实现相对均等、差

距可控的“共同”。其中，基础在“富裕”，关键在“共同”[1]。随着共同富裕实践的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对

共同富裕作出了全新定义：“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相连，统筹兼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财政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促进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现状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柱，

对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为重要命题被提出，之后我国便开始努力构建以完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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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科学财税体制。现代财政制度的不断构建不

仅能协调和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财政透明度作为财政管理的重

要方面之一，有利于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良治和财政公平。对于以公平作为关键要点的共同富裕来说，

充分发挥财政透明的监督作用，保障财政在推动区域平衡、城乡均衡发展、社会财富合理分配、推动社会公

平等方面的调节作用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自2015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

算法》）颁布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我国财政透明度水平不断改善提高，但当前我国财政透明度发展

水平严重滞后，根据国际预算合作组织发布的2021公开预算调查报告可知，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仅有20
分，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45分，我国财政透明度水平亟待提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面对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现阶段我国财政透明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研究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测算分析我国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并实证考

察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

由于共同富裕本身具有演变性，因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其具有不同的现实涵义。学者们对于新时代共

同富裕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李实（2021）[3]和刘培林等（2021）[4]从富裕和共享两方面界定共同富

裕，认为共同富裕是发展和共享的有机结合；杨文圣等（2022）提出共同富裕的内涵由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

求的“共有”、体现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共建”和体现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共享”三方面构成[5]；燕连福和王

亚丽（2022）认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包括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和渐进富裕四方面[6]。量化共同富

裕有助于共同富裕对比、分析和预测的实现，郭健等（2022）从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

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标体系[7]；陈丽君等（2021）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基于所设计的专家调查问卷结果

进行赋权[8]；韩亮亮等（2022）[9]、邓石军和陈晓霞（2022）[10]、刘儒和张艺伟（2022）[11]分别采用熵值法、主成分分

析法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测算了共同富裕指标；Ma Xiang Fei等（2022）基于绿色发展背景采用熵值法和

变异系数法测算了共同富裕水平[12]。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3~15]。

（二）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

财政透明度作为衡量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反映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信

息的衡量指标，在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财政透明度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

一个热点问题，有关财政透明度的研究主要围绕概念、测算、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展开。关于财政透明度概念

的研究，Kopits等（1998）从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方面界定财政透明度，并被国

内外学者普遍使用[16]；此外王满仓和刘辉（2005）[17]、刘笑霞和李建发（2008）[18]则以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为

核心对财政透明度的定义进行研究。关于财政透明度测算的研究，目前仅有一些机构进行，很少有学者构

建指标体系对其研究，如国际预算合作组织自2006年开始发布《公开预算调查》，公布包括中国在内的百余

个国家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课题组对我国省级层面的财政透明度进

行研究；清华大学对我国市级层面的财政透明度进行研究。这些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关于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孔德玉（2021）利用回归分析得出政府预决算偏离

度与财政透明度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9]；肖鹏（2010）[20]、孙琳和陈舒敏（2015）[21]认为，政府会计采

用权责发生制有利于提高财政透明度和政府治理能力；茆晓颖和刘付韩（2019）指出法治建设与财政透明度

关系密切，二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22]；汤凤林（2018）指出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可以有效降低政府信息公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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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强财政透明度水平[23]。

（三）关于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目前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多聚焦于提高社会公平方面[24]，将提高财政透明度作

为推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诱因。从财政透明度作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重要方面的视角，林江等

（2022）提出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进而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基础保障的实现路径[25]。

从财政透明度推进社会公平的视角，周海彬（2010）指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26]；梅正午

和孙玉栋（2020）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序次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财政透明度与公平

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特别是东中部高财政透明度地区正向影响作用更加显著[27]；张德钢等（2021）通过对

我国289个地级市进行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保障各地区间财政支出的

公平性[28]；宋美喆等（2022）采用双重差分和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得出财政透明度与纵向财政不均衡

之间的直接效用、间接效应和总效用均为负向关系，提升财政透明度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29]。

综上所述，目前共同富裕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关于财政透明度和共同富裕的研究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有研究尚存在一些缺憾。首先，当前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研究与

分析，有关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较少；其次，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际层面，鲜

有学者从地级市的视角对共同富裕展开研究；最后，对于财政与共同富裕间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视角，尚未

将财政细化为具体的财政手段、财政政策及财政结构等微观视角来探讨财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影响。本文

相较于已有文献，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对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科学的测算和分析。二是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地方财政透明度

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对于财政透明度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本文认为在理论上二者间存在以下影响机制：在经济发展方面，财

政透明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30]，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政

府作为给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代理人，却存在着信息优势问题。往往政府部门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寻租腐败，损害地方经济发展和公众利益[31]。随着财政透明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方财

政透明度水平不断提高，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财政资金浪费、官员贪污腐败、资金使用效率

低等一系列问题，改善经济状况。随着财政透明度水平提高，可以抑制地区隐性经济的扩张[32]，有助于降低

对经济的冲击、保障财政收入规模、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精神富裕方面，财政透

明度有利于提高地区居民幸福感[33]，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积极影响。除物质

生活方面外，居民精神生活方面的提高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

于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同时缩小社会福利差距，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感，从精神富裕层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实

现。在收入分配方面，现阶段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着手，通过缩小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

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三次分配均具有正向作用。当财政透明度较高时，良好的

初次分配有利于税收主体明确税收预期，提高财政税收政策运用的准确性，保障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再分

配有利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3]；良好的第三分配可以调动社会各分配主体

运用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均可以通过作用

于三次分配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社会公平方面，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对地区

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积极影响。从共同富裕的共同性来看，保证社会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一方面，随着财政透明度水平的提高，政府更好地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行为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促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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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决策的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另一方面，腐败的存在极大程度损害社

会公平程度，各地区可以通过改善财政透明度水平，提高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进而有效降低政府官员腐

败行为的发生，将财政透明度作为遏制腐败行为发生的利器，实现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综上，财政透明度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财政透明度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

四、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一）共同富裕指标的构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国共同富裕的推进应遵循高质量发展理念，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理念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和富裕双

重目标的共同富裕，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共同富裕[34~35]。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社会性和可持

续三个维度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将3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分为8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其中

发展性指标由富裕度和共同度两方面构成；社会性指标由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三

方面构成；可持续指标由生态环境水平、信息科技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三方面构成，如表1所示。其中，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考干春晖等（2011）[36]的评价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及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为避免主观赋权的弊端，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共同富裕三级指标进行赋权，将三级

指标简单加权后得到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记为CP。
（二）测算结果分析

基于我国各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本文对我国287个地级市2012－2020年的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算。从

测算结果来看：总体上，我国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介于12.03~ 58.65之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整体上呈

上升态势；增速上，我国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的均值由2012年的18.63增长到2020年的24.16；区域上，我

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从各年份共同富裕指数均值来看，东部地区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2）；排名上，排名靠前的地级市位次较为稳定，排名前三

的地级市始终为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市，其中杭州市作为我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稳居全国各地市中的

第八名，而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位次波动较为明显；差距上，共同富裕指数最高分与最低分间的倍数由2012年
的3.85倍下降到2020年的3.29倍，地区间共同富裕程度差异逐渐缩小。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当前我国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仍处于低水平，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各

地级市应当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我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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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应当集中力量缩小区域差距，加强各区域共同富裕协同推进。

表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发展性指标

社会性指标

可持续指标

二级指标

富裕度

共同度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

信息科技

社会保障

三级指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人均储蓄存款

基尼系数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

城乡消费支出差距

总图书数量

财政教育支出

本专科在校生数

医院数量

医师数量

工业企业数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绿化覆盖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粉尘排放量

财政科技支出

移动电话用户数

电信营业收入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指标单位

元

元

元

万册

万元

人

个

人

个

%
吨

吨

万元

万户

万元

人

人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指标属性中“+”与“-”表示三级指标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影响关系，其中“+”代表该三级指标为正向指标，“-”代表该三级指标为反向指标。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8个省、自治区；其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西部地区。

图2 我国2012-2020年共同富裕指数均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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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模型设定

为分析财政透明度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即：

CPi.t = α0 + β0 FTRi.t + γ0CONTROLi.t + μi + εi.t （1）
其中，CPi.t 为本文被解释变量，表示 i 地区 t 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FTRi.t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表示 i

地区 t 年份的财政透明度水平；CONTROLi.t 表示与共同富裕相关的一组控制变量；i 和 t 分别表示地级市和

年度；α0 表示常数项；β0 、γ0 表示系数矩阵；μi 表示个体效应；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共同富裕指数（CP）。为全面反映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本文使用由多

级指标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数作为本文被解释变量。一方面，该指标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角度共同构建的

发展性指标来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多

维度的共同富裕，为更好地表示共同富裕水平，指标构建中加入了社会性指标和可持续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FTR），考察与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之间的关

系。这一指标来源于清华大学发布的历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

控制变量。在研究财政透明度推进共同富裕时，不能忽视其他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避免遗漏变

量带来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及理论基础上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财政赤字率（FDE）。本文采用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缺口（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这一

指标。（2）城镇化水平（UB）。本文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3）投资水平（ IM ）。本文

使用地方房地产投资额对数值来衡量这一指标。（4）预算法改革的影响（BD）。本文将新《预算法》实施时间

作为分界设置虚拟变量，2012－2014年设定为0，2015－2020年设定为1。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得

到；样本时间段为2012－2020年。考虑到部分地级市增加、取消或更替等因素，本文选取包含4个直辖市在

内的287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对象，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CP
FTR
FDE
UB
IM
BD

含义

共同富裕指数

财政透明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
城镇人口/总人口

房地产投资额取对数

新《预算法》的实施

样本数

2583
2583
2583
2583
2583
2583

均值

21.17
44.38
0.13
56.36
14.31
0.67

标准差

5.35
20.20
0.13
14.52
1.26
0.47

最小值

12.03
0

-0.07
22.54
-0.58

0

最大值

58.65
92.15
2.07
100
17.66
1

六、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适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验证本文的研究

李永海，陆 胤：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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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到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FTR

FDE

UB

IM

BD

C

模型设定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CP
（1）
0.061***

（29.05）

18.448***

（183.99）
FE
2583
0.269

（2）
0.059***

（28.05）
4.366***

（7.61）

17.968***

（153.03）
FE
2583
0.287

（3）
0.025***

（12.64）
3.258***

（7.02）
0.282***

（34.96）

3.736***

（8.94）
FE
2583
0.535

（4）
0.022***

（11.45）
3.416***

（7.67）
0.244***

（29.65）
1.154***

（14.09）

-10.503***

（-9.66）
FE
2583
0.572

（5）
0.010***

（5.12）
2.058***

（4.82）
0.171***

（19.48）
1.085***

（14.06）
1.381***

（17.27）
-5.652***

（-5.33）
FE
2583
0.621

注：括号内为各系数估计值对应的 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中，（1）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5）列是在

（1）列基础上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各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各变量间的影

响关系也符合预期。具体来看，由（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至少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由（2）~（5）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透明度的系数均仍在至少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研究假

说。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也都符合预期，财政赤字率、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和新《预算法》的实施

与共同富裕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提高财政赤字率、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

和新《预算法》的实施可以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一方面，财政透明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能够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

面，推进共同富裕会对政府的财政公开程度提出更高要求，也会对财政透明度水平产生影响，二者之间会产

生内生性问题。首先，为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回归已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决部分遗漏变量问题。其

次，为解决反向因果所带来的影响，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来缓解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

表4中（1）~（2）列所示。最后，本文借鉴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的方法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选用滞后一

期的FTR作为当期FTR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进行回归[37]，结果如表4中（3）~（4）列所示。表4中（1）和（3）
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回归结果；（2）和（4）列是在（1）和（3）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基准回归模

型较为稳健，并排除了存在内生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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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解释变量

FTR

L.FTR

FDE

UB

IM

BD

C

模型设定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CP
（1）

0.062***

（32.21）

18.784***

（207.80）
FE
2296
0.341

（2）

0.018***

（9.23）

2.018***

（4.26）

0.199***

（19.49）

0.977***

（11.45）

0.952***

（11.24）

-5.692***

（-4.81）
FE
2296
0.590

（3）
0.245***

（22.21）

9.801***

（18.22）
2SLS
2296
0.012

（4）
0.100***

（8.06）

3.788***

（5.58）

0.149***

（27.10）

2.048***

（21.62）

-0.109
（-0.46）

-21.663***

（-19.67）
2SLS
2296
0.639

2. 稳健性检验

第一，缩尾处理。为考虑异常值给计量结果带来干扰，本文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前

后1%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中（1）~（4）列所示。其中（1）~（2）列为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缩尾处理

后的回归结果，（3）~（4）列为核心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

第二，剔除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在我国各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及政策倾向性，数据上可能存在异常值

给实证研究造成干扰，本文从287个地级市中剔除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

归结果如表5中（5）~（6）列所示。

第三，替换被解释变量。为检验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借鉴郭健等（2022）[7]文中共同富裕指标

测算方法再次测算共同富裕指数（CP2）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1）列是在没有加入

控制变量时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5）列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透明

度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从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缩尾和剔除直辖市处理后，财政透明度回归系数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从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财政透明度回归系数均在至少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从表5和表6的控制变量回归

系数来看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的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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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FTR

FDE

UB

IM

BD

C

模型设定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CP
（1）
0.058***

（28.93）

18.354***

（191.39）
FE
2533
0.272

（2）
0.009***

（5.23）
2.059***

（5.22）
0.179***

（21.92）
0.991***

（13.81）
1.274***

（17.14）
-4.856***

（-4.93）
FE
2533
0.643

（3）
0.061***

（28.67）

18.306***

（180.74）
FE
2533
0.268

（4）
0.009***

（4.92）
2.615***

（5.48）
0.178***

（20.73）
1.101***

（14.53）
1.316***

（16.71）
-6.362***

（-6.10）
FE
2533
0.635

（5）
0.060***

（28.97）

18.200***

（185.69）
FE
2547
0.271

（6）
0.009***

（4.99）
2.104***

（5.11）
0.173***

（20.37）
1.068***

（14.33）
1.328***

（17.09）
-5.681***

（-5.57）
FE
2547
0.633

表6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FTR

FDE

UB

IM

BD

C

模型设定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CP2
（1）
0.051***

（17.99）

29.497***

（220.94）
FE
2583
0.124

（2）
0.047***

（16.83）
7.240***

（9.55）

28.701***

（184.87）
FE
2583
0.157

（3）
0.022***

（7.26）
6.440***

（8.95）
0.204***

（16.30）

18.418***

（28.43）
FE
2583
0.245

（4）
0.011***

（4.77）
7.001***

（12.76）
0.067***

（6.60）
4.102***

（40.65）

-32.178***

（-24.03）
FE
2583
0.561

（5）
0.006**

（2.44）
6.424***

（11.58）
0.036***

（3.16）
4.072***

（40.57）
0.586***

（5.64）
-30.117***

（-21.83）
FE
2583
0.567

（三）异质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财政收支等存在差异，所以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也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本文将选取的样本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为三大区域，进一步实证检验财政

透明度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各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对共同

富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所下降，仍均在至少 5%的水平下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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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进一步证明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7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FTR

FDE

UB

IM

BD

C
模型设定

观测值

R2

被解释变量：CP
（1）
东部

0.062***

（16.71）

21.205***

（107.69）
FE
900
0.259

（2）
东部

0.008**

（2.11）
11.339***

（4.65）
0.110***

（7.30）
1.898***

（12.77）
1.300***

（7.91）
-13.127***

（-5.68）
FE
900
0.591

（3）
中部

0.060***

（16.65）

17.556***

（113.73）
FE
900
0.258

（4）
中部

0.012***

（4.42）
7.108***

（6.67）
0.184***

（14.31）
0.840***

（7.51）
1.077***

（9.60）
-3.909***

（-2.72）
FE
900
0.688

（5）
西部

0.061***

（16.87）

16.305***

（95.85）
FE
783
0.291

（6）
西部

0.008***

（2.59）
1.207***

（2.67）
0.280***

（15.85）
0.280**

（2.07）
1.075***

（7.34）
-0.853

（-0.50）
FE
783
0.670

2. 分位数异质性

为全面考察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程，

分析共同富裕在不同分位数下财政透明度促进作用的异质性，面板分位数回归方程如式（2）所示：

Qτ[ ]CPi.t|Xi.t( )FTRi.t = Xi.t( )FTRi.t β( )τ （2）
其中 τ 表示不同分位数，β( )τ 为不同分位数下的变量估计系数，文章选取20%、40%、60%和80%四个分

位数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分位数异质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FTR

FDE

UB

IM

BD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CP
（1）
Q20

0.012***

（3.67）
2.446**

（2.54）
0.086***

（2.87）
1.782***

（4.45）
1.327***

（7.43）
2583

（2）
Q40

0.011***

（5.69）
3.068***

（7.17）
0.132***

（5.48）
1.887***

（8.99）
1.358***

（8.38）
2583

（3）
Q60

0.008***

（3.93）
7.388**

（2.42）
0.128***

（6.95）
2.034***

（8.21）
1.097***

（7.09）
2583

（4）
Q80
0.003

（1.51）
3.682***

（2.68）
0.162***

（6.21）
2.268***

（12.11）
0.822***

（4.47）
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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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分位数下，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异质性，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

用在共同富裕水平的20%分位点处表现出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而在共同富裕水平的80%分位点处发挥的

促进作用最小。财政透明度在相对落后地区的作用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

平程度不高，财政透明度水平也普遍较低，财政透明度作为提高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的利器，可以有效

缩小地区间经济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

算，结果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普遍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高于中部地

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我国正不断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推进。第二，我国财政透明度的

提高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三，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推进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

性，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作用最明显。第四，财政赤字率、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和新《预算法》的实

施也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因素。

基于研究结论得出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是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

之一，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各地级市应进一步完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

提高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效率和质量，以多维度、全方位的信息公开体系推动财政透明度的发展，推进

政府文件解读工作。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应加强关于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建设，依据新《预算法》加强地

方财税体系建设，出台关于财政信息公开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完善的财政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为地级市财政

透明度的提升提供保障。第二，针对共同富裕推进程度的不同和存在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

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当基于本身经济发展和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较好的基础，以更高层次的发展手段促

进本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如加强科技创新、专研核心技术、注重高水平人才培养、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质资

源等；中西部地区应当以补短板为主，充分参考借鉴共同富裕高水平地区发展经验，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共

同富裕的进程，缩小发展差距。第三，各地方政府应努力提升城镇化水平，确保资源共享的公平化和均等

化；应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为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因素造成的损失提供经济保障，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实

现社会公平；应加大投资力度，有效驱动经济发展；应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科学合理的法治政府，以法律的普

遍性、国家性和强制性为政府的管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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